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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士行卷风尚，在宋代初期仍然存在①，已为不
争之事实。但进士行卷对宋初古文创作的重大影响，
尚未得到学界更深切的关注与重视。 实际上，失去
了宋初进士用古文行卷这一观察视角，诸如在宋初
的文坛中，究竟是谁，为什么是他(他们)？ 他（他们）
以何种方式推动了古文的创作等相关问题，就不容
易得到很好地解决，由此而导致对宋代初、中期文风
转变的原因分析往往也不到位。 有鉴于此，本文拟
以宋初科场中一位关键人物——三掌知贡举的宋白
为考察中心，通过揭示其身份、地位、权力，他对古文
的态度，以及他推动古文创作的策略与方式，力图更
直观地呈现宋初科场与文场、权力与文学之间的有
效互动关系，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古文创作在北宋的
盛衰消长提供参考。
一
与中唐的古文运动相较，宋初的古文复兴，在人
员组成、 理论主张与运作方式上皆有自己的特点。
宋初参与古文复兴者，主要由四类人员组成，一类以
柳开为领袖，从之者有张景、高弁、李迪、任唐徵、韩
洎、马应昌等人；一类以王禹偁为领袖，从之者有孙
何、孙仅、丁谓、郑褒、乐良、黄宗旦、张扶等人；一类
以宋白、梁周翰为代表，与之声气相应者，有王祜、杨
徽之、毕士安等。 柳开是孔、孟、扬雄、文中子、韩愈
等坚定的崇拜者，其人以继承道统为己任，其文师古
而未化，间有僻涩之病；王禹偁痛五代以来，斯文不
竞，志在革弊复古。 其所为文，远师六经、近师韩愈。
师古而不泥古，句易道、义易晓，古雅简淡。 在宋初
古文家中，允为巨擘；宋白、梁周翰等人，虽“习尚淳
古”〔1〕，但其文风染五代之旧习。他们是柳开、王禹偁
等人的同情者、支持者，但其自身的创作却不能与旧
传统断然决裂。 在这三类人之外，他如胡旦、田锡、
罗处约、姚铉、陈尧佐等人，他们或因文学观念过于
驳杂，而不能一意创作古文（如胡旦、田锡）；或因短
命（如罗处约、赵湘）②；或因有其心而无其位（如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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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姚铉），心有余而力不足（如陈尧佐、何亮），而致
古文之成就与影响皆有限。 但他们是古文复兴的受
益者，又常能以一己之力，沾溉、奖掖后进，从而成为
柳开、王禹偁等人复兴古文的有力羽翼。
谈宋初古文复兴者，向来重视柳开、王禹偁等人
的实践、倡导之功，对于宋白、梁周翰等人所起的历
史作用，则视而不见。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多次
提次宋初古文创作。其《祥符诏书记》曰：“古文之雄，
有仲塗（柳开）、黄州（王禹偁）、汉公（孙何）、谓之（丁
谓）等辈”。 其《与裴员外书》曰：“文之弊已入，自柳
河东、王黄州、孙汉公辈相继而亡，世无文公儒师，天
下不知所准的。 ”〔2〕其《与董秀才书》曰：“介，世之肖
人也，足下待之如此。 ……设若晦之（张景）、汉公
（孙何）在，足下当如何待之也！ ”〔3〕其《与君贶学士
书》曰：“唐去今百余年，独崇仪（柳开）、克嗣吏部（韩
愈）声烈，张景仅传崇仪模象，王黄州、孙汉公亦未能
全至。 ”〔4〕其《尊韩》篇曰：“自吏部来三百有年矣，不
生贤人。 若柳仲塗、孙汉公、张晦之、贾公疏，祖述吏
部而师尊之。 ”〔5〕在石介看来，宋初士人之复古尊韩，
当首推柳开、王禹偁及其门人。 从创作实绩及对后
世的实际影响来看，这样的判断自无可厚非。 但从
宋初古文的原生态来看，从古文复兴的实际运行来
看。石介的看法，属逻辑的而非历史的判断。谈宋初
古文之复兴，如果忽视了宋白、梁周翰等人对于“淳
古”文风的同情与倡导，忽视了他们对于当时文坛的
影响，忽视了他们对于宋初古文家的延誉与奖掖，则
难以揭示诸如王禹偁何以成为太宗一朝执文坛牛耳
者，以及为什么在宋太宗一朝，先后出现了一批创作
古文的作家等厘清宋初古文发展线索的大问题。
宋白本传曰：“白凡三掌贡士，颇致讥议，然所得
士如苏易简、胡宿、李宗谔辈，皆其人也。 ”③宋白掌
贡举，一在太平兴国五年（980），一在太平兴国八年
（983），一在端拱元年（988）。 太平兴国三年，其门人
胡旦、田锡登进士高第；端拱二年（989）、淳化三年
（992）二榜，苏易简知贡举。 因此，在宋太宗太平兴
国三年（978）至淳化三年（992）的近二十年间，宋白
是一位当代文坛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物。 太平兴国四
年（979）冬，王禹偁上投书宋白以求见知。 在这封书
信中，王禹偁将继承道统、振兴古文的希望寄托在宋
白身上。 其《投宋拾遗书》说：
某尝谓书契以来，以文垂教者，首曰孔孟之道。
……孟轲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
……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下韩氏二百年，世非
无其文章，罕能聚徒众于门，张圣贤之道矣！ 其或者
复授于明公乎。 明公履孔、孟、扬雄之业，振仲淹、通
之之辞，矧天与其时，身得厥位，则追还唐风，不为难
焉。 〔6〕
从后世学人、文人的评介来看，从宋白今天残存
的几篇文章来看， 宋白在文学史上并无一席之地。
但在宋初，他确实曾不辜负王禹偁等古文家的期望，
为古文之复兴尽过一己之力。
宋白在知贡举任上，一批古文家因之脱颖而出。
以太平兴国八年榜为例。 王禹偁在古文上的成就自
不待言。他如姚铉，中是榜进士第三名。其所编《唐文
粹》，四库馆臣评曰：
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 诗歌亦惟取
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 ……盖诗文俪偶，皆莫盛
于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亦莫杂于唐。 铉欲力挽
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 于欧、梅未出以前，毅然矫
五代之弊，与穆修、柳开相应者，实自铉始。 〔7〕
《唐文粹》将“古文”单列一体，共选七卷191篇。
其他文体中，又多选韩、柳文，以及李翱、李观、元及、
独孤及、梁肃、杜牧、孙樵等古文家文章。 早有学者
指出：“姚氏把这些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选集在一部
书里，让它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提供了诵习和揣摩
的方便。 这对古文运动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④
又以端拱元年（988）榜为例。 是年陈尧咨，以第
三人登进士第。 “尧佐属辞尚古，不牵世用。 ”〔8〕“有文
集三十卷，又有《野庐编》、《潮阳编》、《愚丘集》，多慕
韩愈为文。 ”〔9〕 今所存残文中，《鳄鱼图赞》《戮鳄鱼
文》《原孝》等，明显见出其崇韩学韩的痕迹。
本传说宋白在知贡举任中，取士“颇受讥议”，但
没有说明原因，语焉不详。 《长编》卷二十九端拱元
年闰五月丙申条载：“先是，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宋白
知贡举，放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人。 牓
既出而谤议蜂起，或击登闻鼓求别试。 上意其遗才。
壬寅，召下第人覆试于崇政殿，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
诸科凡七百人。 ”又曰：“白凡三掌贡士，所取如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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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王禹偁辈皆知名，而罢黜者众，因致谤议。 ”〔10〕取
士过少，固然是宋白“致谤议”的重要原因。 但舆论
对于宋白取士的负面评价，尚另有原因。 宋白本传
又曰：“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嘲谤，白恶其为人，黜
落之。彭年憾焉。后居近侍，为贡举条制，多所关防，
盖为白设也。 ”〔12〕《长编》卷六十七“景德四年十月乙
巳”条载：“翰林学士晁逈等上《考试进士新格》，诏颁
行之。 初，陈彭年举进士，轻俊喜谤主司。 宋白知贡
举，恶其为人，黜落之。 彭年憾焉，于是更定条制，多
因白旧事而设关防。 所取士不复拣择文行，止较一
日之艺，虽杜绝请托，然寘甲等者，或非人望。 自彭
年始也。 ”〔13〕宋白取士，拣择文行，兼采誉望。其取舍
标准，是沿续唐五代以来的旧传统。 而陈彭年力主
多所关防，一切以程文去留，是新风气的开辟者。 就
取士制度而论，宋白是旧传统的守护者，而陈彭年是
新风气的倡导者。 但是，横亘在宋、陈二人之间的鸿
沟显然又不止一条。 陈彭年的残文中，有《故散骑常
侍东海徐公集序》，句句用典，词藻华丽，属对精切，
是典型的骈体文。 序文篇首，以极其夸饰的言词盛
赞徐铉之道德、文章：“俾大道之将行，故由天意；幸
斯文之未丧，亦系人谋。 其有道冠人伦，才为世表，
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复见之徐公矣！ ”末尾则对
徐铉的训导感激涕零：“彭年越在幼年， 即承训导。
通家之旧，与文举以攸同；入室之知，方子渊而岂异。
感平生而永叹，报德无阶；痛音问之长违，殒身莫赎。
聊存摭实，用以冠篇。”〔14〕陈彭年是徐铉的入室弟子，
徐氏雍熙二年（985）与贾黄中同知贡举，陈彭年即于
是年登第。 因此，无论就文学趣尚而论，还是就徐、
陈二人私人感情而言。 陈彭年对于以徐铉为代表的
五代旧文无疑是崇尚与眷恋的。 就文学而论，宋白
是新文风——古文的同情者，而陈则是旧文风的追
慕者。这是横亘在宋、陈二人之间的又一道鸿沟。宋
白黜落陈彭年，是对其人文、行两方面的否定，而非
“轻俊喜嘲谤”这一个原因。
宋白本传曰：“后进之有文艺者，必极意称奖，时
彦多宗之。如胡旦、田锡皆出其门下。”〔14〕这是宋白复
兴古文的另一方式。 即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影响，为
习尚淳古或创作古文的举子延誉， 从而大其文名。
宋白为胡旦、田锡延誉，屡见史载。 王禹偁《送孙何
序》曰：“先是，余自东观移直凤阁，同舍紫微郎广平
宋公尝谓余曰：子知进士孙何耶？ 今之擅场而独步
者也。 ”〔15〕王禹偁知制诰在端拱二年（989），是年及
以后，宋白并未知贡举。 但他凭借翰林学士之位，极
力为孙何延誉， 又向自己的门生王禹偁推荐孙何。
宋代最著名的古文家，一为王禹偁，一为孙何，先后
皆藉宋白延誉而成名。 足见宋氏对于宋初古文复兴
的推轂之功。
二
宋白在知贡举任上，崇雅黜浮，明示标的，一批
如王禹偁、姚铉、陈尧佐等好尚古文的举子因之登魏
科、获大名。 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与影
响，为胡旦、田锡、孙何等好尚古文的举子延誉，或置
之门下，或为之先容，扩大他们交际网络。 作为宋初
古文家的知己，宋白对于宋初的古文复兴，无疑起到
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而从田锡、王禹偁等人文集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禹偁、孙何等人是通过行卷的方
式受知于宋白的。 换句话说，行卷，是宋初古文家扩
大交际网络、获取当世显人理解、支持古文创作并藉
此成名的重要手段。 凭借这种唐代以来行之有效的
手段，古文家、古文创作的同情者、以及习尚淳古者
等有着不同文学观念、不同身份的士人互相汲引，彼
此推挽，从而在社会上、文坛上形成了一股崇尚古文
的风气与思潮。 这股风气与思潮，具有相当强的向
心力与吸引力。 石介《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十九《祥
符诏书记》载：
天章阁待制刘公随常言：故杨翰林（杨亿）少知
古道，故孙汉公集中有送杨序，说其年十一月，自建
州召试授秘书省正字，诏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
知”之语。 是时名闻天下，道路拭目，或劝以歌功上
美，更祈清贯者，则掉臂不顾。 或以其早成夙悟，比
前代王勃辈者，则愀然曰：“吾将勉力，庶几子云、退
之，长驱古今，岂止于词人才子乎！ ”又崖相（丁谓）
初览其断文数十篇，大竒之。 持以示汉公曰：“皇甫
持正、柳柳州少年时正当如是。 ”本朝文人称孙、丁
而皆推尊之，则杨为少知古道明矣！ 〔16〕
西昆体代表人物杨亿，在其少年时，向慕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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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作文有皇甫湜、柳宗元风味。而当其身后，他竟
成为后世古文家的巨大障碍，以致于有“文妖”之称。
造化弄人，一至于此！ 杨亿在真宗朝的文风蜕变与
引领风潮，与其天性、家学、时代与种种复杂的联系。
这是文学史上另一问题。 但其少年时文学思想，说
明了宋初的古文复兴，对于当时士人的影响是深广
的。
实际上，在太宗朝的中后期，也就是王禹偁引领
文学风潮的时期。 倡导向韩愈学习，复兴古文，多少
有一点落入俗套。 王禹偁在《答郑褒书》中曾愤慨地
说，迫于行卷举子的压力，“今携文而来者，吾悉曰
韩、柳也……何其韩、柳之多也。”〔17〕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反讽是，陈彭年在序徐铉文集时，用韩愈自惭自弃
的文体将徐氏视为韩愈道统、文统的继承者⑤。 当时
的文坛，习学古文以求知、求誉者有之，对古文一知
半解者有之，有志于复古而误入歧途者有之。 因此，
在王禹偁等有识之士看来，要不要向六经、扬雄、韩
愈学习，要不要创作古文，已不是问题的核心。 关键
在于，如何师古，把古文创作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从中唐以迄宋初，一些追随韩愈的古文家为成
一家之言，摆脱古今人的创作窠臼，往往另辟蹊径。
其末流者则有隐晦其词、钩章棘句之病。 为矫正流
弊，正本清源，宋初有古文家往往利用各种手段来大
声疾呼。 咸平六年（1003），绛州通判孙冲、晋守何亮
围绕着中唐古文家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一文，
互通书信，达成共识。 他们痛心疾首地指出：“近世
学文，有隐没其旨、崎岖其词，俾人不得其句，读者必
曰：‘比樊宗师，犹为声律尔！ ’呜呼！ 绍述（樊宗师
字）之于儒，其用心勤矣，而其文可废也！ 不然，误后
人之无穷乎！”〔18〕（何亮《答孙冲书》）。为“冀后来者知
文之指归”（《重刊绛守居园池序》），孙冲费时一年，
对园池进行实地考察，考其句意，释其疑窦，对“自首
至末，凡能通者，不过数句”的《绛守居园池记》进行
了全面的疏解。 景德元年（1004），在重刊樊宗师原
文的同时，又附刻孙冲疏解之序文以及孙、何二人的
论文书，以此告诫当代习作古文者，当师法圣人之文
章，“本在达意而已，不必须奇怪而难入也。 ”〔19〕（《重
刊绛守居园池序》）
何亮，端拱二年孙尧叟榜进士，其年知贡举为王
禹偁的友人苏易简。 其《答孙冲书》自言：“亮少嗜古
学，无它材能，徒欲慕韩愈之著文，师孟轲之为人，而
牢落未用，束此郡守，故不敢以吾道为言。 ”〔18〕他与
孙冲一起，刻石以矫当时古文流弊的作法，在古文家
中，并不多见。 当时更通行的做法是，利用举子之行
卷，为习学古文者指点迷津，开示正途。 至道元年
（995），举子张扶以古文向王禹偁行卷。 张扶作文，
取法《尚书》“吊有灵”，《易经》“朋合簪”，“模其语而
谓之古”，“专欲绝俗”，“凡三十篇，语皆迂而难也，义
皆昧而奥也”，王禹偁为其“力读数十章”，“茫然难得
其句，昧然难见其义”。 因此引六经、韩文为证，“欲
生之文句易道，义易晓。 ”而张扶亦引扬雄之言、之
文以为己助。 因此，王禹偁作《再答张扶书》，指出：
子之所谓扬雄比天地，不当使人易度度易测者，
仆以为扬雄自大之辞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
矣。夫天地，易简也，测天者知刚健不息而行四时，测
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万物。 天地毕矣，何难测度哉？
……且雄之《太玄》，准《易》也，《易》之道……其义甚
明而可晓也。 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
后代。谓雄死以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
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 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
耳。今子欲举进士而以文比《太玄》。仆未之聞也。 〔20〕
宋自柳开以来，古文家多推崇扬雄。 柳开作《扬
子剧秦美新解》，赵湘作《扬子三辨》，刻意为扬雄政
治上的污点回护。 王禹偁《投宋拾遗书》曰：“孟珂氏
没，扬雄氏作。 时哀、平失道，贤、莽用权，子云以穷
愁著书，始务脱祸。 故作《太玄》准《周易》，《法言》准
《论语》，微言深旨，世人鲜知。 ”〔21〕其《和冯中允炉边
偶作》诗曰：“是时杨雄在东观，投阁欲死无人扶。 ”
对扬雄在易代之际的窘困表示理解。 但是，王禹偁
论古文，主张文义易道、易晓之平易。 而扬雄之文，
特别是他的《太玄》，“隐奥而深”（何亮《答孙冲书》），
不符合其论文之主旨。 因此，王禹偁才以相当严厉
的口吻指出扬雄之文的重大缺陷。
习学古文而深陷迂昧沼泽的举子，当然不止张
扶一人。 孙冲《重刊绛守居园池序》载：
韩愈死，其道弥光，后来有学韩愈氏为文者，往
往失其旨，尝有人以文投陈尧佐，陈得之，竟月不能
读，即召之，俾篇篇口说，然后识其句读。 陈以书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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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戏曰：“子之道，半在文，半在身。 ”以为其人在则
其文行，盖谓既成之而须口说之也，是知身死则文随
而没矣，于学古也何有载！ 〔19〕
王禹偁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陈尧佐端拱元
年（988）进士，前引何亮端拱二年进士（989）。 这三
位古文家，王、陈于宋白掌文衡时高第，何之座主苏
易简，乃继宋白衣钵者，又是王禹偁之好友。 以宋白
为中心，不难理清他们之间文学传承。 他们在不同
的时间段，声气相通，遥相呼应，共同反对词旨隐晦
之古文，是宋初古文理论自觉的标志。 而从行卷与
古文的关系来看，受卷之古文家，对于好古而“文义
尚浅”者，对于嗜古而语艰义奥者，通过告戒、切磋、
辩难等方式，正本清源，辨明古文创作的方向，促进
古文家彼此之间的理论统一，是有意义的。
必须指出，行卷这种手段，必藉占据要津的文坛
巨擘方能引领潮流。 石介《祥符诏书記》曰：
（杨亿）少知古道明矣！ 然以性谙浮近，不能古
道自立，好名事胜，独驱海内。 谓古文之雄，有仲涂、
黄州、汉公、谓之辈，度己终莫能出其右。 乃斥古文
而不为，远袭唐李义山之体，作为新制。 杨亦学问通
博，笔力宏壮，文字所出，后生莫不爱之。 然破碎大
道，雕刻元质，非化成之文，而古风遂变。 时执政冯
文懿（冯拯）与二三朝士窃病之。 又黄州、汉公皆已
死，他人柔弱，无以摧杨雄铓，惟胡大监（胡旦）继周
在，且以罪废屏居庐江，乃相与延誉。 徐言于上，乞
召知制诰，以拉杨之虎牙。 ……继周但得通判襄州
去，杨遂肆然无复回避矣。 〔22〕
以李宗谔、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作家，在太宗一
朝，颇受当时古文创作的影响。 但他们的家学渊源
以及天性当中的对于声律之文的喜好⑥，也使得他们
在及第或成名之后，很快在文学上与柳开、孙何等人
划清了界限。 杨亿在真宗一朝，嘲弄梁周翰、讥笑种
放⑦，为精于声律的举子陈在中等延誉⑧，斥古文、崇
声律的文学倾向相当明显 。 柳开卒于咸平三年
（1000），王禹偁卒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田锡卒于
咸平六年（1003），孙何卒于景德元年（1004）。 景德
二年（1005），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翰林學士梁周翰俱
罢。 景德四年（1007），宋白致仕。 姚铉，景德三年
（1006）除名为连州文学，天禧四年（1020）卒于舒州
团练副使任上。胡旦得年最久，仁宗朝尚在世。然长
期被贬，咸平四年遇赦后，“授以冗秩”〔23〕。 宋真宗一
朝，曾经引领风潮的古文家或其同情者，或死，或贬，
或废。 而李宗谔、杨亿等西昆派文人则相继知制诰，
入翰林。文坛风气由是为之一变。这是古文创作由盛
而衰的重要背景。 杨、刘文风耸动天下之时，穆修等
少数士人仍坚持创作古文，并尽其所能，为“乐古文”
之举子延誉，但收效甚微。 举子乔适以古文十篇向
穆修行卷，穆修答以书曰：“盖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
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
……其间独限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 众又
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迂则指为为惑，谓之背时远
名，阔于富贵。 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
者。 其人苟无自知之明，守之不固，持之不以坚，则
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 ”〔24〕
穆修指出，“先进而莫有誉之者”，是古文不行于世的
重要原因。 而先进之中如穆修者，“不才而弃于时者
也，何足为人质其是非可否！ ”真宗朝的中、晚期，虽
有举子以古文行卷，但或无为其延誉，或有心无位，
无力汲引。 由此可见，行卷之作用于文学，受诸多条
件的限制。 而一旦独领骚的文坛显人（如杨亿）把文
学引向一个不良的方向时，行卷所起的作用，主要还
是负面的。
注%%%%释：
①本文所谓宋初，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 关于宋初
进士行卷的研究， 相关成果有傅璇琮先生 《唐代科举与文
学》、祝尚书《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日本学者高津孝、东
英寿著《宋初行卷考》《从行卷看北宋初期的古文复兴——以
王禹偁为线索》《北宋初期的古文家与行卷——从科举的考
前活动看古文复兴的开展》《欧阳修的行卷——着眼于科举
的考前活动中与胥偃的关系》等。
②四库馆臣评赵湘文曰：“其古文亦扫除排偶， 有李翺、
皇甫湜、孫樵之遺。非五季諸家所可及。 ”其成就不止在诗。然
甫一登第即去世，惜哉！
③宋白卒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而胡宿登仁宗天
圣二年（1024）进士第。 此“胡宿”当为“胡旦”或“程宿”之误。
胡旦为宋白之门人，而程宿端拱元年进士第一人，是年，宋白
知贡举。
④参见张涤华《关于唐文粹》，载《安庆师院学报》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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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⑤王禹偁《再答张扶书》中曰：“仆独意《祭裴少卿文》在
焉。 其略云：‘儋石之储，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
筵。 ’此必吏部自惭而当时人好之者也。 ”
⑥杨亿《武夷新集自序》曰：“予亦励精为学，抗心希古，
期漱先民之芳润，思觌作者之壶奥，而志力浅局，襟灵底涩，
大惧夫绝膑于龙文之鼎，伤吻于蚁封之埒。 非不勉也，恐致败
焉。 亦由凫鹤之质自然，胡能损益；姜桂之性素定，岂可变迁。
鸿丽之客，当见恕矣！ ”坦诚自己有心“希古”，而性不好之。石
介《祥符诏书记》有曰：“杨为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谙浮近，
不能古道自立。 ”似乎是从杨亿《自序》中引伸而来。
⑦李迪、陈尧佐、穆修等古文家皆从之学。 参《邵氏闻见
录》、《宋史》陈尧佐、穆修本传。
⑧《武夷新集》卷七《送陈在中序》谓陈中序，以赋为赋，
“予一见而甚骇之……或谈于台阁僚友， 或语于场屋流辈。
……于是陈君之名，一旦籍甚，所谓《易赋》者，亦盛行于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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